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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构想(Conceptual Framework)· 

社会网络视角的团队情绪智力* 

张辉华 

(上海师范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系, 上海 200234) 

摘  要  据估计, 60%的团队都没有达到它们的目标, 这给学术界提出了重要且具有挑战性的研究课题。情绪

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是在人际关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重要概念。研究发现, 基于微观个体或宏观整体的

团队情绪智力在团队成功达到目标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然而, 当前尚无研究探讨基于团队局部成员间情绪

智力行为交换而产生的团队情绪智力对团队的影响。为此 , 本课题从配对层次(一对一关系中两个人 , 即

actor-target)这一新角度探讨团队情绪智力, 通过把它看做团队过程中一种产生的状态(emergent state), 在整合

团队成员交换理论和社会网络方法基础上对它进行研究。具体围绕团队内配对单元存在的交换关系(指目标者

感受到行动者对其实施的情绪智力行为)在团队中形成的网络所代表的团队情绪智力开展实证研究, 以期从理

论上揭示团队内情绪智力行为交换的特征, 情绪智力自下而上(bottom-up)由个体发展到团队的过程, 以及配

对基础的团队情绪智力的影响效应, 从而为团队管理实践提供具体的改善建议。 

关键词  配对层次, 人际关系, 社会网络, 团队情绪智力, 团队成员交换 

分类号  B849: C91 

1  问题提出 

当前, 越来越多的组织采用基于团队的工作

模式来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技术革新

(Mathieu et al., 2017)。然而, 让团队成员一起完成

相互依赖的工作并不自动导致有效的团队绩效。

据估计 , 60% 的团队都没有达到它们的目标

(Courtright et al., 2017)。这给学术界和团队现象研

究者提出了重要且具有挑战性的研究课题。 

任务聚焦和关系聚焦是团队研究的两个重要

方面(Courtright et al., 2015; LePine et al., 2008)。

情绪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是在人际关系基

础上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 它是以一种适应性方

式处理情绪信息的能力(Mayer et al., 2008)。现有

研究成果表明, 具有不同情绪智力的个体作为团

队输入, 以及作为团队状态而存在的团队情绪智

力对团队有着重要影响(Côté, 2014; Troth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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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Wei et al., 2016; 卫旭华 等, 2015)。然而, 

团队背景下, 情绪智力在团队成员关系互动过程

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它怎样作用于团队过

程, 进而影响团队结果, 这方面的系统研究还比

较缺乏。因此, 本课题立足于“关系聚焦”这一重要

方面, 在现有成果基础上研究团队情绪智力, 以

期为回答“怎样才能更好地取得团队成功”这一问

题做出贡献。 

现有研究通过把团队情绪智力看做团队输入

(个体把情绪智力带入团队)或团队产生的一种状

态(团队所产生一种整体能力), 探讨了它们各自

对团队的影响。然而, 团队的成功至少部分取决

于团队成员及其所采取的行动(即团队输入和团

队产生的状态)。基于个体的团队情绪智力研究虽

然考虑了团队输入, 但是这种输入并不会自动导

致有效。而基于整体的团队情绪智力研究虽然考

虑了产生的状态, 但却忽视了团队输入的影响。

可见, 当前的两类研究各有利弊, 它们只考虑了

问题的一个方面。理论上, 这种把两者割裂开来

进行研究的模式忽视了“初始团队输入的情绪智

力(即多个个体情绪智力的组合)是如何转换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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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状态存在的团队情绪智力”这一问题 , 致使我

们对基于情绪智力的团队输入到团队状态这一过

程(即自下而上的涌现过程)缺乏了解。尽管跨层理

论(multilevel theory)为涌现过程研究提供了分析

框架(Grand et al., 2016; Kozlowski & Chao, 2018), 

但是目前尚没有基于此框架探讨团队情绪智力涌

现过程的研究。 

另一方面, 团队成员一起工作过程中, 他们

之间的互动在某种程度上也发生在配对水平。团

队情绪智力研究至少还可以基于配对层次进行探

讨。研究配对单元上发生的情绪智力, 不仅可以

进一步延伸探讨团队情绪智力的前因变量(比如

作为团队输入的个体情绪智力组合对它的影响), 

而且还可以了解配对单元上发生的情绪智力怎样

进一步导致团队整体情绪智力状态的产生。理论

上, 这种基于配对单元的研究能在团队输入和团

队产生的状态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 以克服“对团

队内个体情绪智力如何通过自下而上的过程

(bottom-up process)产生团队情绪智力”缺乏研究

的不足。更为重要的是, 这种基于配对的团队情

绪智力研究能把多个变量(它们既可以是本层的, 

也可以是跨层的)整合到“输入−过程−输出”这一

框架下, 深入探讨导致它的前因, 由它而产生的

后果, 以及与以上前因后果对应的边界条件, 从

而更全面更深入地认识情绪智力在团队过程中扮

演的具体角色。实践上, 相应的研究成果也能为

更好地促进团队发展提供明确的管理建议(比如

何时进行干预, 在什么层次上干预, 具体干预哪种

类型的团队过程等), 以利于更好地达到团队有效。 

基于此, 本项目从一个新角度研究团队情绪

智力, 即通过把团队情绪智力看做团队过程中出

现的状态(emergent state), 从配对层次(一对一关

系中的两个人, 即 actor-target), 基于团队成员交

换理论和社会网络方法对它进行研究。主要通过

关注团队成员间的情绪智力行为交换(代表性的

行为交换如：当我遇到阻碍而情绪低落时, 他会

伸出援手), 聚焦于“团队中目标者(target)感受到

行动者(actor)对其实施的情绪智力行为”, 把这种

存在于配对成员间的关系行为作为最小分析单元, 

围绕以这种关系行为在团队中形成的网络结构所

代表的团队情绪智力进行探索性研究, 以了解这

种基于配对的团队情绪智力在团队过程中扮演的

具体角色, 进而服务于团队管理实践。 

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分析 

2.1  团队情绪智力的概念和测量 

当前, 有两种视角的团队 1 情绪智力研究：(1)

资源视角的研究。这种视角把情绪智力看做是个

体拥有的相对稳定的特质或能力, 认为情绪智力

是团队的一种重要资源, 这种资源可通过个体带

到群体(Jordan & Troth, 2004), 因此群体或集体情

绪智力是个体情绪智力的组合。严格意义上, 这

种视角并没有对团队情绪智力概念进行界定。在

测量上, 资源视角下的团队情绪智力是在个体情

绪智力测量基础上实现的。由于个体情绪智力可

分为能力模型和特质模型(或混合模型)两类, 因

此这种视角的团队情绪智力测量也有两种取向 , 

一是建立在特质模型基础上, 二是建立在能力模

型基础上。具体在计算团队情绪智力得分时, 现

有研究主要用团队中个体情绪智力的累加来实现, 

即先测量个体情绪智力, 然后把他们相加再做平

均处理。此外, 部分研究还以个体测量为基础, 通

过计算整个团队成员情绪智力的方差, 以团队成

员情绪智力的最大值或最小值, 或以团队领导的

情 绪 智 力 来 代 替 团 队 情 绪 智 力 (Côté, 2007; 

Elfenbein, 2006; 容琰 等, 2015)。(2)交往视角的

研究。这种视角关注的是在群体背景下成员之间

由于交往而形成的一系列行为模式和行动规则 , 

它聚焦的是团队成员在群体互动过程中情绪有关

问题处理的质量, 强调的是具体的情绪智力行为

表现以及情绪智力的实际使用程度 (Druskat & 

Wolff, 2001; Elfenbein, 2006)。交往视角下最有代

表性的团队情绪智力定义是 Druskat 和 Wolff 提出

的。他们认为群体情绪智力是“群体发展出一系列

规范的能力, 这些规范主要指向群体管理好情绪

过程, 以增进群体信任、群体认同和群体效能”。

在团队情绪智力测量上 , 主要的工具有 Hamme 

(2003)开发的量表, 以及 Jordan 和 Lawrence (2009)

开发的工作群体情绪智力量表(简称 WEIP-S) (典

型条目如“即使我认为团队成员是错的 , 我也尊

重他们的想法”)。在团队情绪智力计分上, 主要通

                     

1 在术语上, 尽管团队、群体和集体这些概念存在一定差别, 

但它们通常交互使用 , 跟以往文献类似 , 我们并不对它们

做严格区分。为保持与原文献一致, 本课题部分地方会交

互使用以上三个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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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累加个体对整个团队状况的感知来实现。 

总体上, 在团队情绪智力研究方面, 当前主

要还是以个体为基础, 通过考虑个体情绪智力的

各种组合以了解团队情绪智力的影响。尽管这种

方式对理解团队中的情绪智力现象有一定帮助 , 

但是它忽略了团队整体特性和团队成员间的互

动。而基于群体的团队情绪智力概念及测量虽然

突出了整体性 , 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团队的互动 , 

但从定义及其测量本身看, 其内容只指向了整体

共享的情绪(group-shared emotion：指与其他成员

互动时, 群体成员集体体验到的情绪)。它忽视了

群体中存在的差异性情绪(divergence emotion, 比

如在一个四人的团队, 团队成员两人之间或三人

之间的情绪)的处理(Menges & Kilduff, 2015)。可

见, 当前整体基础的团队情绪智力概念及其测量

也存在明显的局限。 

2.2  团队情绪智力前因后果的实证研究 

在实证研究上, 当前主要还是探讨团队情绪

智力与各种团队变量之间的关系, 这些团队变量

既包括团队过程, 如人际交往有效性(Frye et al., 

2006)和冲突管理(Ayoko et al., 2008)等, 也包括团

队结果, 如团队创新(Barczak et al., 2010)、决策质

量(刘咏梅 等, 2011)和团队绩效(梅占军 等, 2014)

等。近年来, 还有少量研究探讨了团队情绪智力

的影响机制问题(Rezvani et al., 2019; Zhang et al., 

2020)。 

在团队情绪智力对团队影响效果方面, 早期

的元分析发现, 团队情绪智力和团队绩效有 0.16

的相关(K = 6, N = 304, p < 0.05) (Bell, 2007)。而

一项中国情境下的元分析发现团队情绪智力和团

队绩效的相关达到 0.48 (K = 4, N = 906, p < 0.01) 

(张辉华, 2012)。最新一项基于中英文文献的元分

析发现, 团队情绪智力与各类变量(包括过程性变

量和结果性指标)的总体相关为 0.30 (K = 28, N = 

1934, p < 0.01) (Schutte & Zhang, 2018)。 

以上实证研究成果中, 部分学者是基于资源

视角进行的研究, 另一部分则是基于交往视角进

行的研究。初步的元分析结果表明 (Schutte & 

Zhang, 2018), 以上两种视角下团队情绪智力与绩

效的相关系数大小有所差异。资源视角下(如基于

Mayer 等人开发的 MSCEIT 工具测量所得到的团

队情绪智力; Mayer et al., 2008), 两者的相关系数

是 0.23 (K = 5, N = 131, p < 0.05), 而交往视角下

(如运用 WEIP-S 测量工具), 相关系数是 0.31 (K = 

9, N = 902, p < 0.01)。 

综上可以看出, 当前团队情绪智力实证研究

可分两类, 一类是资源视角的研究, 它们强调作

为“个体固有的情绪智力特质”的团队输入。另一

类是交往视角的研究 , 它们强调团队过程中“表

现的情绪智力行为”。尽管存在两类研究, 但是当

前团队情绪智力的实证研究成果总体上还比较缺

乏。而且, 这些研究主要还是以团队情绪智力为

前因变量, 探讨它对相关团队过程和结果变量的

影响, 较少有探讨团队情绪智力的产生过程及其

影响机制的研究。在团队情绪智力影响效果问题

上, 由于研究数相对较少, 目前尚难下定论。 

2.3  本研究的逻辑起点 

综合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当前团

队情绪智力研究有两种模式：一是团队输入模式, 

它把团队情绪智力看做是个体情绪智力的组合输

入 , 强调“固有的情绪智力个体特质”, 其典型代

表是资源视角的研究; 二是团队状态模式, 它把

团队情绪智力看做是团队中出现的一种整体状态, 

强调“表现的情绪智力具体行为”, 其典型代表是

交往视角的研究。现有学者遵循的是非此即彼的

研究思维, 即要么研究前者要么研究后者。 

我们认为, 以上两种模式的研究可以整合到

一个框架下。特质激活理论认为, 具有某种能力

或特质并不一定表现出行为, 它只有在适合这种

能 力 或 特 质 的 情 景 下 才 表 现 出 行 为 (Tett & 

Guterman, 2000)。强情景理论指出, 当出现强情景

时, 个体行为将不再按照常规方式出现(Mischel, 

1976)。以上两种理论的潜在假设是具有某种能力

(或特质)并不等于表现出对应的行为, 它们之间

的转换受制于情境。根据以上理论并加以延伸 , 

我们认为 , 在更广阔的背景下(如团队), 可进一

步区分“固有的情绪智力个体特质”和“表现的情

绪智力具体行为”, 并把它们看作是从前者到后

者的一个过程。 

另一方面, 团队成员交换理论表明, 团队成

员间的交换是团队工作和生活的重要形态, 此交

换对团队中个人和团队整体目标的实现会产生重

要影响(Farh et al., 2017; Seers, 1989)。从现有成果

看, 配对层次上团队成员间的情绪智力行为交换

并没有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我们尚不清楚基于以

上行为交换对团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建立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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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成员交换理论基础上, 本项目聚焦于探讨团队

背景下配对成员间情绪智力行为交换这一问题。 

具体而言, 本研究在团队背景下, 区分“固有

的情绪智力个体特质”和“展现的情绪智力具体行

为”, 并把它们看作一个过程。同时, 围绕团队成

员的情绪智力行为交换这一主题进行研究。也就

是说, 围绕团队中情绪智力行为交换关系形成的

网络结构(指“一个人感受到另一人对其实施的情

绪智力行为”在团队中的总数量以及这类行为在

团队成员间的分布形态)所代表的团队情绪智力

这一新构念开展实证研究。在个体情绪智力概念

上, 我们以 Mayer 等人(2008)的能力模型定义为

基础(情绪智力包括情绪感知、情绪整合、情绪理

解和情绪管理四个方面的能力), 主要出于以下考

虑：一方面它是目前公认的结构比较清晰的定义; 

另一方面它测量的是一种相对稳定的能力, 与我

们的研究目标比较匹配。 

总体上, 我们通过挑战以往研究隐含的假设

(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 在一个基于过程的新框

架下(把“固有的情绪智力个体特质”到“表现的情

绪智力具体行为”看做一个过程), 围绕“团队成员

间情绪智力行为交换及其产生的前因后果”这一

问题进行研究, 以期更深入地理解团队内的情绪

智力现象, 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团队管理实践。 

3  研究构想 

3.1  概念基础 

本课题探讨的情绪智力行为区别于现有文献

中提到的情绪智力及其测量, 因为我们聚焦的是

配对单元上的关系行为, 而不是基于某一个体的

独立行为(代表性行为如：我非常善于控制自己的

情绪)或某一个体对整体行为的感知(代表性行为

如：我能识别团队成员隐藏起来的真实感受)。以

往的团队情绪智力研究, 不管是基于资源视角还

是交往视角, 其分析单元是单独的实体, 即要么

聚焦于个体, 要么聚焦于整体。本研究的最小分

析单元是配对层次上的行为。这一行为是行动者

(actor, 一个团队成员)发出, 并指向目标者(target, 

另一个团队成员), 而且能被目标者观察和感受到

的行为(如：当我抱怨工作时, 他会主动了解并给

予安慰)。它聚焦的是关联体, 这与过往研究有本

质区别。 

在团队背景下, 为了共同完成相互依赖的工

作和达成集体目标, 团队成员之间会通过交往而

产生各种各样的交换。本研究主要关注配对成员

间的情绪智力行为交换。交换的双方分别是行动

者和目标者, 这种交换是行动者针对目标者的情

绪(如消沉)实施行动(如鼓励)的过程, 主要包括高

情绪智力行为交换(如, 当我因完成任务而高兴时, 

他会乘势激励我)和低情绪智力行为交换(如, 当

我因表现优异而开心时 , 他认为这只是正常表

现)。除了以上正反两个方面的行为交换(即交换的

内容), 本研究还关注由这种交换在团队中所形成

的结构。这种结构是指配对单元上交换的情绪智

力行为在团队中的总数量以及这类行为在团队成

员间的分布状况。以上内容和结构所代表的就是

本课题探讨的团队情绪智力。 

3.2  研究内容 

建立在以上概念基础上, 本课题拟进行三项

子研究：(1)如何测量团队情绪智力; (2)团队情绪

智力的形成过程; (3)团队情绪智力的具体影响。 

3.2.1  团队情绪智力的测量 

基于以上配对单元的情绪智力行为交换概念, 

参照沈其泰等人(2014)的前期研究成果以及情绪

调控方面的文献(Peña-Sarrionandia et al., 2015), 

我们拟从两个维度, 即行动者的调控方向(包括增

强和减弱两个方向)与目标者的情绪状态(包括消

极和积极两种状态 ), 共探讨四类典型的交换行

为。这四类行为分别可概括为：增加正能量(指行

动者采取了致使目标者积极情绪得到强化的举

动)、增加负能量(指行动者采取的举动强化了目标

者的消极情绪)、减少正能量(指行动者采取的举动

削弱了目标者的积极情绪)和减少负能量(指行动

者采取的举动减少了目标者的消极情绪), 它们分

别对应着现实人际交往过程中的四类典型现象 , 

即锦上添花、落井下石、风言冷语和雪中送炭。 

建立在以上概念模型基础上, 我们基于内隐

认知图示理论(Offermann et al., 1994)和团队成员

交换理论(Seers, 1989), 分别收集能反映以上四个

类别特征的典型行为条目, 然后再按照量表开发

的一般流程对这些条目进行处理, 最终开发出达

到心理测量学要求的测量问卷。具体流程如下： 

(1)根据概念模型, 从四个方面收集反映团队

工作过程中团队成员情绪智力行为展现的典型行

为。主要采取开放式问卷对具有团队工作经历的

人员实施调查, 以收集相应的条目。在对调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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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团队情绪智力的测量指标(EI 代表情绪智力, 下图同) 

 

集条目进行归类合并基础上, 再通过文献和理论

分析补充相应的条目。 

(2)编制测量初始问卷。在条目收集基础上 , 

组织课题组成员和企事业单位相关人员进行小组

讨论, 进一步补充完善条目收集工作, 并编制初

始问卷。初始问卷出来后, 再征询相关研究人员

的意见, 对问卷的表面效度和内容效度进行把关, 

形成最终的预试问卷。 

(3)进行预试和正式测试。运用编制的预试问

卷对企事业单位员工进行小范围调查, 根据调查

分析结果对预试问卷进行修订, 编制正式的调查

问卷(正式问卷除了拟开发量表的行为条目外, 还

将加入用于检验开发量表效度的其他测量工具), 

并运用此问卷对团队进行正式调查, 收集用于检

验量表信效度的数据。 

(4)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并开发出正式量表。

运用 SPSS 和 Mplus 软件进行相关分析、回归分

析、探索性和验证性因素分析, 对量表信度和效

度进行检验, 开发出最终的测量工具。预期开发

出两个版本(完整版和精简版)的问卷。其中, 完整

版问卷拟包括四个维度(对应于概念模型的四类

行为), 每个维度 4 个条目, 共 16 个条目。精简版

问卷拟包括两个维度, 分别为积极行为(含增加正

能量和减少负能量两方面的行为)和消极行为(含

增加负能量和减少正能量两方面的行为), 每个维

度 4 个条目, 共 8 个条目。 

下面以精简版问卷为例, 说明如何运用开发

的问卷衡量团队情绪智力。第一步, 运用问卷对

团队中每个成员实施调查, 以收集团队成员相互

之间实施正(含增加正能量和减少负能量)反(含增

加负能量和减少正能量)两方面情绪智力行为的

信息。第二步, 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第一步

问卷收集的数据进行转换(Knoke & Yang, 2008)。

具体而言 , 参照以往社会网络研究采用的方法

(Berdahl & Anderson, 2005; DeRue et al., 2015; 

Mayo et al., 2002; Newman & Wang, 2019), 先对

正反两方面收集的团队内情绪智力行为交换数据

进行转换 , 然后再借助社会网络分析软件 (如

Pajek), 计算正反两方面的行为总量 (density, 密

度)和行为分布(decentralization, 分散性)。第三步, 

用积极行为密度, 积极行为分散性, 消极行为密

度和消极行为分散性四个结构性指标衡量团队情

绪智力(见图 1)。 

如果采用完整版问卷的话, 则可细分出 8 个

结构性指标来衡量团队情绪智力。其中, 积极行

为密度可细分为增加正能量的行为密度和减少负

能量的行为密度。积极行为分散性可细分为增加

正能量行为的分散性和减少负能量行为的分散

性。消极行为密度可分为增加负能量的行为密度

和减少正能量的行为密度。消极行为分散性可细

分为增加负能量行为的分散性和减少正能量行为

的分散性。 

3.2.2  团队情绪智力的形成过程 

基于配对的团队情绪智力是团队过程中出现

的状态。此部分主要探讨此团队情绪智力是如何

形成的, 即为什么在团队过程中会出现不同的情

绪智力结构 2。我们知道, 团队某种状态的出现会

取决于多个因素。作为团队状态的一种, 团队情

绪智力结构的产生也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建立在现有文献基础上, 本课题基于一个团队输

入(也就是具有不同情绪智力的个体作为团队输

入)探讨团队情绪智力的产生, 主要从个体和团队 

                     

2 尽管本课题的团队情绪智力可用多个结构性指标衡量 , 

但接下来的假设我们仅使用简版问卷所提到的正面指标 , 

即积极行为密度和分散性。主要出于以下考虑：(1)我们认

为, 团队情绪智力正面和反面结构的形成机制和产生的影

响会有差异; (2)现有研究主要探讨的是正面的团队情绪智

力, 研究正面结构能与现有研究结果进行对比; (3)本课题

是探索性研究 , 为了得到更有见地的结果 , 我们以正面指

标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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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团队情绪智力的形成过程(指团队背景下) 

 
互动角度揭示团队情绪智力结构的形成过程。具

体形成路径如图 2 所示。 

首先是个体层次。我们认为, 个体的情绪智

力(基于能力模型的测量)越高, 其在团队中也会

展现出更多的情绪智力行为。特质激活理论认为, 

当提供适合特质发挥作用的条件时, 这种特质更

倾向于表现出与之相关的行为 (Tett & Burnett, 

2003; Tett & Guterman 2000)。我们知道, 团队工

作蕴含着人际交往和个人两方面情绪相关的丰富

信息。团队成员因价值观、利益诉求点、对问题

的看法以及工作模式等方面的差异, 致使团队很

难避免不发生冲突, 引发情绪。情绪智力能力越

高的人越有机会展现与之对应的行为, 他们越有

可能通过其敏锐的情绪感知能力及早发现情绪相

关的线索, 并运用其良好的情绪调控能力提前介

入以把情绪化的不良影响降到最低。可见, 团队

提供了促使情绪智力能力转化为对应行为的重要

背景。因此, 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1-1: 情绪智力越高的个体在团队中展现的

情绪智力行为会越多。 

团队尤其是自我管理型团队暗含着需要处理

的大量情感信息(Paik et al., 2019)。团队成员之间

彼此交往, 共同协作, 集体努力经常会产生不同

程度的情绪。虽然团队会因类型不同(比如自我导

向型团队和具有指定领导的团队)在处理情感信

息的程度上存在差异, 但是总体上团队提供了一

个情感信息处理要求比较高的场景。研究发现 , 

情绪调控能力调节影响信息处理需求和积极情感

之间的关系(Parke et al., 2015)。也就是说, 面对信

息处理的不同要求, 情绪调控能力是员工如何维

持更高水平积极情感的关键个体差异。情绪调控

是情绪智力的重要能力分支, 高情感信息处理需

求背景下, 情绪智力越高应该也会越倾向于产生

更积极的情感。因为具有良好的情绪调控能力 , 

高情绪智力者不仅会对他们成功应对情感信息处

理的高需求充满信心, 而且以往处理类似问题的

成功经历会促使他们以一种更积极的心态去面对

情感信息处理的高要求, 这些积极的心理过程会

进一步促使他们在团队工作背景下产生更积极的

情感。因此, 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1-2: 团队背景下 , 个体情绪智力越高 , 越

倾向于产生更积极的情感。 

积极情绪拓展−构建理论 (broaden-and-build 

model of positive emotions) 认为, 积极情感能拓

展人们一时的思想行动才能, 扩大思考和行动的

空 间 , 并 促 使 产 生 许 多 新 想 法 和 行 动 倾 向

(Fredrickson, 1998, 2001)。根据此理论, 我们认为

当高情绪智力者产生更为积极的情感时, 这些积

极的情感会促使其展现出更多的情绪智力行为 , 

比如更积极去认识、解读自己和他人的情绪, 更

深度地解决人际交往过程中与情绪相关的问题 , 

萌发更多更广泛范围帮助他人的想法。因此, 我

们提出以下假设： 

H1-3: 积极情感正向影响个体在团队中的情

绪智力行为展现。 

综合特质激活理论和积极情绪拓展−构建理

论(Fredrickson, 1998, 2001; Tett & Guterman 2000), 

我们认为, 团队背景为高情绪智力能力者表现出

更多情绪智力行为创造了环境。在面对情绪信息

处理的高需求时, 高情绪智力者由于具有高情绪

智力能力 , 他们会对情绪问题的处理充满信心 , 

即使遇到困难也会积极去应对, 这种心态会促使

他们产生更为积极的情绪, 这种积极情绪会进一

步拓展其思考和行动的空间, 从而展现出更多的

情绪智力行为。因此, 我们进一步提出以下假设： 

H1-4: 积极情感会中介个体情绪智力与个体

在团队中情绪智力行为展现的正向关系。 

其次是团队层次。我们认为, 团队的平均情

绪智力越高越容易形成团队的积极情感氛围。借

鉴团队组合(team composition)研究相关成果(B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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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Neuman et al., 1999; Prewett et al., 2018), 我

们分析两种团队平均情绪智力较高的典型情形会

如何影响团队的积极情感氛围：一是团队成员同

质性较强, 普遍具有较高的情绪智力; 二是团队

成员具有一定的异质性, 个别或少数具有很高的

情绪智力, 其他则处于中等水平。对于第一种情

形, 当团队成员普遍具有较高的情绪智力的时候, 

团队过程中大家彼此都能较好地理解情绪相关的

线索, 不至于乱发脾气, 即使碰到不如意也能较

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 并懂得以他人能接受的方

式工作, 这样的团队显然更容易形成积极的团队

氛围。第二种情形也有可能创造更为积极的情感

氛围。只不过这时的主要贡献者是那些个别或少

数高情绪智力者。因为有他们的存在, 当团队发

生不愉快的时候, 他们会从中协调并帮助消除彼

此的误会。当团队陷入困难或遇到麻烦时, 他们

会挺身而出带领大家积极想办法应对。这些增强

团队凝聚力的举动会促进团队积极氛围的形成。

综合以上两种典型情形的分析 , 我们提出以下

假设： 

H1-5: 团队的平均情绪智力越高越容易形成

团队的积极情感氛围。 

团队情绪智力中的积极行为密度是行动者−

目标者之间基于增加正能量和减少负能量的行为

关系链接在团队中的总量, 而积极行为分散性是

描述以上关系链接集中于一个或少数团队成员身

上还是均匀分布在所有成员身上的一个指标, 越

是均匀分布代表越分散(Zhang & Peterson, 2011; 

Zohar & Tenne-Gazit, 2008)。通过延伸积极情绪拓

展−构建理论到团队层次 , 我们认为积极的团队

情感氛围会对团队整体的情绪智力行为展现产生

积极影响。因为感受到积极情感(氛围)的团队成员, 

通过共享的积极情感, 会进一步拓宽他们人际交

往的范围, 从事更频繁的人际互动, 产生更强烈

的助人意愿, 以及更多认可和肯定他人的举动。

这种增多的行为不仅会表现在数量上(增加密度), 

而且也会表现在广度上(延伸扩展到更多的团队

成员身上)。因此, 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1-6: 团队积极情感氛围会影响团队情绪智

力(积极行为密度和积极行为分散性)。 

结合 H1-5 和 H1-6, 我们进一步提出： 

H1-7: 团队的平均情绪智力会通过团队积极

情感氛围影响团队情绪智力(积极行为密度和积

极行为分散性)。 

第三, 个体和团队的相互影响。除了以上假

设关系, 我们认为个体和团队还会相互影响。根

据情绪传递机制和积极情感循环的研究成果

(Barsade, 2002; Barsade & Gibson, 1998; Barsade 

& Knight, 2015; Walter & Bruch, 2008), 这种影响

会通过个体的积极情感体验和团队积极情感氛围

的相互作用来实现。其具体影响关系如下：首先, 

个人积极的情感体验通过“一对一”和“一对多”的

传递机制, 会不断传达到团队成员当中, 从而让

越来越多的团队成员感受到积极向上的一面, 进

而形成团队的积极情感氛围。其次, 团队的积极

情感氛围又会反过来作用于团队中的个人, 当感

受到自己所处团队是积极向上和健康的, 个人会

为处于这样的团队感到自豪, 从而激发个人的团

队归属感和团队认同感, 以上感觉会进一步强化

个人的积极情感体验。因此, 我们提出： 

H1-8: 具有更多积极情感体验个体的团队 , 

越容易形成团队的积极情感氛围。 

H1-9: 团队的积极情感氛围会跨层进一步影

响到个体的积极情感体验。 

现有资源视角的团队情绪智力研究认为, 团

队成员个人的情绪智力会作为资源随之带入团

队。如图 2 最左边的虚线所示, 个体情绪智力能

力的输入会影响团队的平均情绪智力能力。另外, 

我们认为, 团队中个体情绪智力行为展现会影响

基于配对的团队情绪智力。个体情绪智力行为表

现既包括在人际关系过程中处理与他人情绪相关

的行为, 也包括处理自我情绪相关的行为。基于

配对的团队情绪智力概念在内容上主要体现的是

前者。由于概念上具有一定的重合(他人情绪处理

的行为包括与配对成员的互动), 因此我们认为个

体情绪智力行为展现会影响团队情绪智力的积极

行为密度。尽管个体情绪智力行为展现也可能影

响团队情绪智力的积极行为分散性, 但是此处并

不对此做假设。因此, 我们提出： 

H1-10: 具有更多情绪智力行为展示个体的

团队, 团队情绪智力(积极行为密度)越高。 

3.2.3  团队情绪智力的具体影响 

本部分探讨团队情绪智力的后果效应及产生

这些效应的条件。在现有研究基础上, 我们认为

基于配对的团队情绪智力会对团队过程和结果产

生重要影响, 这些影响会因具体条件不同而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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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具体来说, 我们一方面探讨团队情绪智力

对团队结果的直接影响, 另一方面还探讨团队情

绪智力对团队结果的影响过程。 

我们选取两个指标作为团队结果变量的代表, 

一是团队任务绩效 , 二是团队可持续性 (team 

viability)。因为它们是成功团队常用的两个衡量

标准(Thomas et al., 2020)。选取知识整合能力(认

知类指标的代表)和集体情感承诺(情感类指标的

代表)作为中介变量, 以此了解团队情绪智力作用

于团队结果的认知或情感过程。另外, 我们以团

队任务的相互依赖性(task interdependence)为调节

变量, 探讨团队情绪智力作用于团队过程和结果

的边界条件。本课题中以上变量具体的假设关系

如图 3 所示。 
 

 
 

图 3  团队情绪智力的具体影响 
 

现有研究发现, 团队情绪智力对团队结果(比

如绩效、创新、决策等)有显著影响。然而, 它们

是基于个体组合或团队整体的团队情绪智力概念

得到的结果。我们认为, 基于配对的团队情绪智

力比起现有两类团队情绪智力对团队结果应该有

更强的解释力。因为, 相对于个体基础的团队情

绪智力概念, 配对基础的概念强调的是团队工作

过程中展现出来的情绪智力行为, 即团队成员的

联合, 也就是具体的配对交往, 而不是个体特质。

比起简单的把正确的人带到一起的个体基础的团

队情绪智力, 基于配对的团队情绪智力更关注团

队成员倾向于彼此一起工作的情形, 它对团队的

影响应该更为明显。与整体基础的团队情绪智力

概念强调作为团队状态的整体能力不同, 基于配

对的团队情绪智力概念中“情绪智力行为”实施对

象具体到了每个团队成员, 这种行为会直接影响

对应团队成员的态度、行为和努力程度。相对于

团队整体基础的团队情绪智力并不一定会对每个

成员产生影响, 而且即使有影响, 其影响程度可

能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约束, 配对互动过程中出现

的“情绪智力行为”对团队成员的态度、行为和努

力程度的影响更为直接和明显, 这种影响将直接

作用于团队成员的工作投入, 因而它对团队结果

应该有更强的解释力。 

下面主要分析基于积极行为密度和分布形态

的团队情绪智力对团队任务绩效和团队可持续性

的影响。团队情绪智力的积极行为主要是指配对

层次的一方(目标者)接受到来自另一方(行动者)

对其实施增加正能量(比如行动者对目标者取得

的成绩表现出欣赏)和减少负能量(比如行动者对

目标者的低落情绪给予关注和安慰)的行为。同等

条件下 , 团队中以上积极行为总量越多 (密度越

大 ), 且在不同团队成员身上都有发生(越分散 ), 

团队的任务会完成得更好, 并产生更高的团队绩

效。因为这种来自同伴的鼓励、支持和帮助, 会

直接影响目标者的工作投入, 进而为团队做出更

大的贡献。而当目标者, 而且是大面积的目标者

都感受到这种行为 , 对团队的影响也会更为明

显。同时, 以上积极行为的密度和分布形态还会

影响团队的可持续性。团队可持续性是指一个团

队通过情感依附留住其成员保持在团队的潜力 , 

以及团队成员以一个团队形式呆在一起的意愿

(Balkundi & Harrison, 2006; Thomas et al., 2020)。

当目标者感受到行动者对其实施增加正能量和减

少负能量的行为, 而且以上行为在团队成员身上

分布越均匀时, 团队通过这一社会关系过程维系

和增强成员在持续团队任务上一起工作的能力也

会越强。因为这些行为满足了团队成员最基本的

情感需求, 而需求满足会进一步增强他们对团队

的依附, 更愿意呆在团队, 使团队更具可持续性。

基于以上分析, 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2-1: 团队情绪智力 (积极行为密度和积极

行为分散性)对团队结果(团队任务绩效和团队可

持续性)会产生显著影响。 

团队是一个具有群体认知和情感涌现特性的

社会系统(Curşeu et al., 2015)。因此, 本项目主要

基于认知和情感过程探讨团队情绪智力对团队结

果的影响机制。具体来说, 我们以知识整合能力

作为群体认知类过程的代表, 以集体情感承诺作

为情感类过程的代表, 分别探讨配对基础的团队

情绪智力是如何影响团队结果的。 

首先是基于知识整合能力的团队过程。知识

整合能力可细分为以下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团队

内信息分享的效率和效果, 二是团队内部沟通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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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Gardner et al., 2012)。独特性(uniqueness)和开

放 性 (openness) 是 衡 量 信 息 分 享 的 两 个 维 度

(Mesmer-Magnus & DeChurch, 2009)。信息独特性

是指信息在多大程度上被团队成员分享, 其两端

分别为信息完全被分享(被团队中所有成员占有)

和完全没有分享(被团队某个成员占有)。信息开放

性是指信息交换的广度 , 这些信息包括团队目

标、工作进度和协调等方面。资源基础的理论认

为, 资源可转换为能力进而带来绩效优势(Barney, 

1991; Helfat & Peteraf, 2003)。我们基于此理论解

释团队情绪智力如何通过知识整合能力进一步影

响团队结果。 

团队成员间基于情绪智力行为交换产生了增

加正能量和减少负能量的关系行为, 这种关系行

为在团队中的总量和团队成员间的分布形态代表

的是团队情绪智力。这种团队情绪智力实质上是

团队中一种基于关系而存在的结构性资源, 它具

有关系性和结构性的双重特征。建立在 Gardner

等人(2012)的研究基础上 , 我们认为 , 这种基于

关系的结构性资源会影响知识整合能力。一方面

这种资源会促进团队信息分享。因为高密度的积

极行为暗含着频繁的交流, 这种交流通道能为信

息传播和分享提供通畅的渠道。而分散性的积极

行为则有利于拓宽知识信息在团队中的分布宽

度。另一方面这种资源也会促进团队内沟通。因

为高密度和分散性的积极行为暗示着团队成员间

存在着良好的互动关系, 这种关系会减少沟通过程

中的交易成本, 从而促进高质量的团队内部沟通。 

同时, 知识整合能力也会影响以团队任务绩

效和团队可持续性为代表的团队结果。因为知识

整合能力产生后会进一步整合团队内的资源, 为

成功实现团队目标, 达到良好的团队任务绩效创

造条件(Gardner et al., 2012), 而经常性的信息分

享和良好的团队内沟通也会进一步增进团队成员

之间的感情, 增强团队凝聚力(Beal et al., 2003), 

使他们产生进一步合作共事的意愿。综合以上团

队情绪智力影响知识整合能力, 以及知识整合能力

影响团队结果两方面的分析, 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2-2: 团队情绪智力 (积极行为密度和积极

行为分散性)通过知识整合能力间接影响团队结

果(团队任务绩效和团队可持续性)。 

其次是基于集体情感承诺的团队过程。类似

于组织情感承诺, 集体情感承诺可以定义为团队

成员对团队的情感依附、认同和参与(Le Blanc & 

González-Romá, 2012)。团队情绪智力是基于配对

的情绪智力行为交换关系而产生的, 配对成员间

增加正能量和减少负能量的行为会给团队成员带

来积极的情感体验。社会交易关系的一种理论认

为, 在配对交易关系下, 积极情感过程会促进承

诺行为(Lawler & Yoon, 1996)。根据以上理论, 团

队情绪智力中的积极行为显然也会增强团队成员

的集体情感承诺。因为类似于“雪中送炭”和“锦上

添花”的举动, 能让人感受到团队的温暖, 进而促

进归属感的产生, 从而导致对团队的情感承诺。

另一方面, 现有研究表明, 集体情感承诺与团队

绩效有强相关(Le Blanc & González-Romá, 2012)。

而情感依附及承诺又与投资某种关系相联系, 情

感链接越强越倾向于保持彼此的联系(Thomas et 

al., 2020)。因此, 集体情感承诺应该能预测团队成

员以团队形式留在团队继续工作的意愿。综合以

上团队情绪智力影响集体情感承诺, 以及集体情

感承诺影响团队结果两方面的分析, 我们提出以

下假设： 

H2-3: 团队情绪智力 (积极行为密度和积极

行为分散性)通过集体情感承诺间接影响团队结

果(团队任务绩效和团队可持续性)。 

接下来我们基于任务相互依赖性探讨以上影

响效应的边界条件。任务相互依赖性是指一项任

务需要团队成员相互作用的程度, 尤其是在接触

关键资源和创造需要合作行动工作流方面团队成

员彼此依赖的程度(Courtright et al., 2015; Thomas 

et al., 2020)。任务相互依赖性是团队形成的前提

条件, 其程度不同会导致团队成员不同的互动模

式(Stajkovic et al., 2009)。当任务相互依赖性强的

时候, 群体成员需要比较多的相互联系, 他们之

间富有成效的合作程度需求也比较高。当任务相

互依赖程度低的时候, 团队成员的工作比较独立, 

团队成员的贡献是组合而不是整合(LePine et al., 

2008)。 

我们认为, 基于配对层次的行为交换而形成

的团队情绪智力对团队过程(知识整合能力和集

体情感承诺)的影响强度会取决于团队任务的相

互依赖性。任务的高相互依赖性意味着工作结果

取决于其他人, 自我对工作的控制相对较弱, 由

此而带来的结果是工作的不确定性增强。这种不

确定性容易引起心理焦虑和安全感缺乏等负面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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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反应。一旦负面情绪聚焦, 则很可能会进一步

导致个体合作行为的退缩, 如减少公开表达观点

或信息交流。团队内基于配对的情绪智力交换行

为关系的数量多分布广显然可以化解以上情绪的

负面效应 , 促进知识分享和公开表达不确定性 , 

并伴随着情感投入的增加。相反, 低任务相互依

赖背景下, 群体成员并不需要频繁的交往, 也不

需要分享对于成功绩效方面的技能和资源信息 , 

团队成员不太需要彼此之间直接的交往就能做出

贡献, 团队成员的社会性变得并不那么重要。此

时, 基于社会性的团队情绪智力缺乏发挥作用的

条件, 自然不能凸显出它对知识整合能力和集体

情感承诺的优势。基于以上理由, 我们期望高任

务相互依赖情况下, 团队情绪智力与团队过程的

关系更强, 并提出以下假设： 

H2-4: 团队情绪智力 (积极行为密度和积极

行为分散性)对团队过程(知识整合能力和集体情

感承诺)的积极影响受到团队任务的相互依赖性

的调节。任务的相互依赖性越强, 团队情绪智力

对团队过程的影响越明显。 

综合 H2-2, H2-3 和 H2-4, 我们进一步提出以

下假设： 

H2-5: 团队任务的相互依赖性对团队情绪智

力(积极行为密度和积极行为分散性)通过团队过

程(知识整合能力和集体情感承诺)间接作用于团

队结果(团队任务绩效和团队可持续性)有调节影

响。任务的相互依赖性越强, 以上间接效应越明显。 

尽管以上分三个大的方面介绍了本课题的研

究内容, 但是课题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我们将把形

成过程和具体影响结合起来, 根据团队发展周期, 

多次测量基于团队状态的团队情绪智力(包括团

队整体基础的和配对基础的), 一方面便于控制基

于个体和团队整体的团队情绪智力以了解配对基

础的团队情绪智力对团队过程和结果影响的增值

效应, 另一方面也便于了解作为状态的团队情绪

智力的动态变化过程。总体上, 本课题将基于“输

入−过程−输出”模型(Ilgen et al., 2005), 通过整合

基于个体、配对和团队整体三类团队情绪智力概

念开展研究, 以揭示配对基础的团队情绪智力在

团队中扮演的独特角色。 

4  理论建构 

当前的团队情绪智力研究主要考虑了两个角

度的概念和测量, 即团队个体(如通过个体累加到

团队)和团队整体(如个体感受到团队整体情况)这

两个角度(Côté, 2014; Troth et al., 2012; Wei et al., 

2016; Zhang et al., 2020)。然而, 仅仅基于这两个

角度的研究不足以概括团队情绪智力的全貌。比

如, 当考虑团队背景下单个人的情况时, 具有某

种水平情绪智力能力的个体是否一定会表现出与

之对应的行为, 哪些情景会促进或抑制这种行为

的表现(如高情绪智力者为什么有时会表现出低

情绪智力的行为; 或者低情绪智力者为什么有时

候会表现出高情绪智力行为)。当考虑多个人的情

况时(如四个人的团队), 某团队成员会运用同等

程度的情绪智力资源对待其他三位团队成员, 还

是会根据亲疏远近实施不同的情绪智力行为, 而

哪些因素又会对以上情绪智力行为的表现产生影

响。当考虑团队整体时, 团队中的情绪智力又是

如何从个体发展到团队的。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

去探究。 

本课题认为, 团队中的情绪智力现象比较复

杂, 它至少可从团队个体、团队整体, 以及部分成

员间的互动等角度进行研究。当前, 团队部分成

员间的互动这一角度尚没有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

视。而聚焦团队部分成员间的互动对于解释团队

中某些情绪智力现象具有独特优势。比如, 在解

释团队中的情绪智力如何从个体发展到团队方面, 

它能提供一个桥梁。在研究团队成员差异化或同

等程度运用情绪智力资源对待其他成员方面, 它

更具有问题的针对性。在解释具有特定情绪智力

能力的个体为什么会表现出不同情绪智力行为方

面, 它提供了一个研究以上过程的具体情境。为

此, 本课题针对以往研究所忽视的角度, 通过整

合团队成员交换、社会网络分析和情绪智力等多

个领域的成果, 基于配对层次对团队情绪智力进

行探索性研究 , 具体探讨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 , 

即配对基础的团队情绪智力测量, 基于配对的团

队情绪智力的形成过程及其影响。对应于以上三

个问题, 本课题的理论建构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

方面。 

首先, 是对情绪智力基础理论的建构。本课

题提出了一个配对基础的团队情绪智力概念及其

模型, 并对如何测量它进行了探讨。具体来说, 通

过聚焦于团队中配对单元的情绪智力行为交换 , 

基于前期研究成果(Peña-Sarrionandia et al.,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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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其泰 等, 2014), 我们提出了从四个方面衡量团

队内配对单元上情绪智力行为交换的模型, 即增

加正能量、增加负能量、减少正能量和减少负能

量, 并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提出了以配对单元上

情绪智力行为交换在团队中的总数量(包括积极

行为密度和消极行为密度)和分布形态(包括积极

行为分散性和消极行为分散性)这两个方面来测

量团队情绪智力的设想。以上概念和测量在理论

上延伸了现有状态类团队情绪智力研究。虽然现

有两类团队情绪智力研究有一个类别也有把团队

情绪智力看做是团队过程中产生的状态, 但是它

与本课题研究的基于配对的团队情绪智力有较大

区别。两者的主要区别之一表现在概念的最小分

析单元上, 现有状态类团队情绪智力概念的最小

分析单元是团队(Druskat & Wolff, 2001; Jordan & 

Lawrence, 2009), 而本课题团队情绪智力概念的

最小分析单元是配对(dyad)。区别之二表现在测量

上 , 现 有 研 究 主 要 采 用 内 容 聚 焦 的 (content- 

focused)指标对概念进行测量(Côté, 2014; Troth et 

al., 2012), 而 本 课 题 主 要 采 用 结 构 聚 焦 的

(structural-focused)指标对概念进行测量。本课题

提出的配对基础的团队情绪智力概念和测量除了

对情绪智力研究的基础理论有所丰富外, 也响应

了最近组织行为学领域关于整合情感现象和社会

交换过程进行研究的呼吁(Tse & Ashkanasy, 2015; 

Tse et al., 2018)。 

其次, 是对团队情绪智力过程理论的建构。

探索团队情绪智力如何产生以及为什么产生(即

涌现的过程), 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为什么会

出现特定结果, 以及更好地采取相应干预措施去

促进或纠正这些结果。当前, 无论是资源视角还

是交往视角的团队情绪智力研究, 它们都很少探

讨团队情绪智力的涌现过程(Rezvani et al., 2019; 

Troth et al., 2012; Zhang et al., 2020)。本课题通过

聚焦于团队中配对单元的情绪智力行为交换, 提

出了一个基于积极情感互动为中介的纵横跨层交

错的团队情绪智力形成的过程模型(见图 2)。具体

来说, 本课题认为, 作为资源输入的情绪智力能

力一方面会在个体和团队两个水平面上分别影响

团队背景下个体和团队的情绪智力行为表现, 即

在个体水平面上, 从“固有的情绪智力能力”到“表

现出情绪智力行为”会以积极情感(positive affect)

为中介。而在团队水平面上, 团队个体累加的情

绪智力能力会通过积极情感氛围影响团队情绪智

力的积极行为总量和积极行为分布。另一方面 , 

在垂直界面上, 除了初始状态的情绪智力作为资

源从个体跨层垂直输入到团队, 以及结果状态的

个体情绪智力行为垂直输入影响团队积极行为总

量外, 以上水平面上产生的两个中介状态, 即个

体的积极情感和团队积极情感氛围会相互影响 , 

也就是说, 基于团队情绪智力而产生的团队积极

情感氛围会跨层向下影响到基于情绪智力能力而

产生的个体积极情感体验, 而以上个体积极情感

体验也会从下到上影响团队积极情感氛围。这样

一来, 最初的个体情绪智力通过上述自下而上的

过程(bottom-up process)进而发展成配对基础的团

队情绪智力。通过探讨团队情绪智力的一个形成

过程 , 本课题在“解开团队情绪智力涌现过程的

黑匣子”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第三, 是对团队情绪智力功能理论的建构。

本课题的一个基本推测是配对基础的团队情绪智

力比起现有两类研究(团队个体基础和团队整体

基础)对团队结果的解释力更强。因为配对基础的

团队情绪智力强调的是团队成员间具体的配对交

往, 以及展现出来的情绪智力行为, 而配对基础

的团队情绪智力中的“情绪智力行为”实施对象具

体到了每个团队成员, 这种行为会直接影响对应

团队成员的态度、行为和努力程度, 从而影响团

队结果, 因此它比起团队个体基础和团队整体基

础的团队情绪智力对团队结果应该有更强的预测

力。建立在以上推测基础上, 本课题进一步揭示

了团队情绪智力对团队结果的影响机制, 即配对

基础的团队情绪智力会通过对两个团队过程的塑

造, 一是团队认知过程——以团队知识整合能力

为代表, 二是团队情感过程——以集体情感承诺

为代表, 进而作用于团队结果(团队绩效和团队可

持续性)。而且, 以上团队过程的塑造会受到团队

任务相互依赖性这一调节变量的影响。以上作用

机制与现有研究的探讨有两个主要差异。其一 , 

概念基础不同。本课题突出的是团队情绪智力的

结构性功能(即积极行为的总量和分布), 而以往

研究探讨的只是内容性功能(团队成员共享感知

到的或者累加的情绪智力)。其二, 分析框架不同。

本课题考虑的是团队认知涌现和情感涌现双通道, 

同时还兼顾了边界条件, 而以往研究只探讨了中

介过程(Rezvani et al., 2019; Rezvani et al., 20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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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特定边界条件下的单一中介过程(Wang, 2015; 

Zhang et al., 2020)。可以说, 本课题揭示的配对基

础的团队情绪智力影响团队结果的机制对现有团

队情绪智力功能理论作了拓展。 

除了以上三个方面的理论建构, 本课题另一

个理论贡献是为深入探讨情绪智力相关问题提供

了概念基础。以往研究在探讨团队情绪智力问题

时更多的是以团队情绪智力为前因变量, 比如探

讨“团队情绪智力” (团队个体基础的或团队整体

基础的)对“团队过程(如团队内冲突, Rezvani et al., 

2019; 团队信任, Rezvani et al., 2018)”的影响。作

为团队状态存在的配对基础的团队情绪智力除了

作为团队研究的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外(如本课

题的研究内容 2 和 3), 还可以作为团队研究的过

程变量。比如, 在探讨团队情绪智力(团队个体基

础或团队整体基础的团队情绪智力)与团队过程

的关系时, 或者在探讨团队个体基础的团队情绪

智力如何发展到团队整体基础的团队情绪智力时, 

可以基于配对基础的团队情绪智力为中介变量提

出研究假设。另外, 配对层次存在的情绪智力行

为展现在团队中的总量和分布在团队发展的不同

阶段会不断变化, 未来可以基于本课题提出的团

队情绪智力概念开展情绪智力的动态过程研究 , 

以了解团队中情绪智力的变化过程及其所产生的

不同效能, 进而更好地解释情绪智力是如何影响

团队的。 

总之, 与以往基于团队中个体或基于团队整

体的团队情绪智力研究不同, 本课题基于配对层

次(一对一关系中两个人 , 即 actor-target)提出了

一个新的团队情绪智力概念并对它进行研究。具

体来说, 课题把团队情绪智力看做团队工作过程

中基于配对成员间的交换关系而产生的一种团队

状态, 通过整合团队成员交换理论和社会网络方

法对它进行探讨。可以说, 此研究不仅为探讨团

队的情绪智力现象提供了一个独特角度, 也为工

作场所情绪智力研究开辟了一个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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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m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 social network perspective 

ZHANG Hui-hua 
(Department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It is estimated that 60% of teams fail to achieve their performance goals, which presents an 

important and challenging research topic for the academic community. Emotional intelligence is a concept 

that includes understanding and managing one’s own emotions as well as those of others i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team emotional intelligenc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a team’s 

success in achieving goals. However, the extant research mainly examines individuals-based or team as a 

whole-based team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there is no research result investigating team emotional 

intelligence based on the exchange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behavior among members of the team. To 

addres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gap in the literature, we employed an approach of integrating 

team-member exchange theory and social network perspective to examine the emotional intelligence within 

the team at the dyadic level (two individuals in a one-on-one relationship, i.e., actor-target). Specifically, we 

focused on dyadic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s the smallest unit, which then is aggregated to create a 

team-level emotional intelligence network structure. We conducted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network 

composed of the emotional intelligence behavior exchange between individuals in one to one interactions. 

The main goal of this research is to theoretically reveal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behavior 

exchange within the team, a bottom-up process through which emotional intelligence develops from 

individual- to team-level, and the effects of dyadic-based team emotional intelligence. This provides 

guidance to practicing managers in maximizing the benefits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within teams. 

Key words: dyadic level,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social network, team emotional intelligence, team-member 

exchange 

  
  


